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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述评

孙国祥

摘 要 改革开放催生了经济刑法并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刑法理论研究领域。梳理 40
年来经济刑法学研究的渊源流变和学术积累，可以管窥其起步、繁荣和不断深入的演变。在

肯定经济刑法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需要正视经济刑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即经济

刑法基础理论的学理根基不足，理论尚缺乏学科独立的自信和学界的认同。展望未来，经济

刑法应该成为新时代刑法理论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经济刑法研究本身也需要因应时代的

变革，处理好消化吸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建构基础意义的经济刑法理论范畴，形成脉络清

晰的经济刑法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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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背景，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的经济刑法研究已经走过 40
年。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作为刑法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刑法研究回应了这一历史性的

变革，形成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本文旨在复盘 40 年来经济刑法研究的历程，检视已经取得的成果
和存在的问题，并展望中国经济刑法理论发展的未来走向。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对应，经济刑法学的研
究经历了起步、繁荣和深入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79-1991年）

1979 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虽然专章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但不少罪名带
有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比如 1979 年《刑法典》规定的“投机倒把罪”“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
罪”和“破坏集体生产罪”等）。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序曲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随着改
革带来的经济主体经营活动和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经济领域中的各种违法犯罪现象也呈增长蔓延

趋势，尤其是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

猖獗。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 1982 年提出，我们必须坚持两手，一手坚持改革开放，一手坚持打击经济
犯罪 [1]（P404）。1982 年 3 月 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
对 1979 年《刑法典》中的有关条款作出了相应补充和修改，严惩相关经济犯罪以及参与、包庇或者纵
容经济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随之，经济犯罪以及经济刑法的概念逐渐得到了刑法学界和实务界的

重视和肯定。1986 年，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和北京市刑法学研究会联合召开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打
击经济犯罪”专题学术讨论会，围绕经济刑法的立法、法人犯罪以及经济犯罪对策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

讨 [2]（P2-3）。短短数年间，学界就形成了不少涉及经济刑法学中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据此提
出了“经济刑法学”的学科属性和地位，认为经济刑法学是独立的法学学科 [3]。不少学校还在法学本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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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开设了经济刑法课程，并且在刑法学科中招收经济刑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可见，经济刑法研究的起步源于改革开放，境外经济刑法理念、理论的介绍和引介促成了经济刑法

学的学术启蒙。而经济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刑法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不过，受制于当时学

者的外语水平，理论研究大多参考的是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的二手资料。经济刑法的概念、体系乃至研

究方法，大多没有来得及消化就开始推广，有生搬硬套之嫌。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尚未肯定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构方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仍发挥着影响力。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刑法研究成果，

更多的是对国家打击经济犯罪的规范和政策进行被动证成和解释，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刑法理论，除

具有沿革意义外，并不具有长远的影响力。

（二）繁荣阶段（1992-2008年）

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厘清了社会主义与
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自此得到了肯定。随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方向。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的历史性转变催生了经济刑法研究的问题意识。老一辈刑法学者敏锐地认识到，随着体制的转轨，犯罪

现象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不轨行为，哪些应规定为犯罪，罪与非罪的界

限如何划分，如何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犯罪进一步加以科学的归纳和分类，这些都要做通盘的考虑”[4]

（P4）。研究空间和视野的拓展，使经济刑法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刑法建构
就成为学界聚焦的重点。1993 年，全国刑法学研究会以“市场经济与刑法”为题，就市场经济与刑法观念
的转变进行了研讨，一些学者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法观念的更新和转变以及经济犯罪的定罪标准

问题 [5]（P126），并认为应当“树立以保障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犯罪观”[6]（P15）。1995 年，全国刑
法学研究会又将“当前经济犯罪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围绕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宏观界限、新型经济犯

罪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 [7]（P92-96）。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不少经济刑法的著作，这些著作结合
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开始探讨我国经济刑法立法原则、罪与非罪的界限等基础性理论问题。

1997 年，国家修订《刑法典》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突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不但将刑法实施
17 年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
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 [8]，还新增了

一批经济犯罪的罪名¬。1997 年《刑法典》颁行后，经济刑法的研究一度成为主流刑法学研究的重点，
学界相继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到 1997 年我国《刑法典》修订前后，各种有关经
济刑法理论研究以及经济犯罪立法技术与司法操作规则研究的论文和著述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9]

（P1）
经济刑法发展的这一黄金期，主要得益于两个历史性机遇的推动：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新一轮

的思想解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提出之后，学界开始注重研究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犯罪认定的

特殊问题，对经济刑法的功能和传统的经济犯罪定罪处罚标准进行批判性反思，提出了更新观念、建构

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新标准等时代命题，体现出一定的本土意识和本土特色。二是 1997 年《刑法典》
的修订和施行，客观上需要对修订后的经济刑法规范进行系统解读，由此促成了经济刑法研究的一段繁

荣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和积累，经济刑法已经具备初步的理论框架 [10]，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至

今仍不容忽视。

（三）专题深入阶段（2009-2018年）

随着 21 世纪初开始的大规模国企改制告一段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市场活力被释放，
经济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同时也诱发了一些新型经济犯罪，尤其是受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

¬ 1979 年《刑法典》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共有 15 个条文、13 个罪名，修订后的《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罪”增加到 92 个条文，条文数比原来增加了六倍多，加上新的决定和《刑法修正案》，现有 97 个罪名，其中绝大多数是新增设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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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经济领域中金融犯罪案件和腐败现象积聚。“面对这些新的挑战，反映在刑法立法上，即是不断严密

对经济犯罪处罚与预防的刑事法网”[11]（P27）。晚近以来，配合《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的不断修正，
学界对具体经济犯罪特别是商业贿赂犯罪、金融犯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等关注热情始终未减。刑

法教义学的兴起，使经济刑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有所转向，教材式、系统性的研究转为专题式的研究。

这期间，不少以经济刑法为主题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后成了专题出版物。期间，值得一提的是，

2012 年，围绕着浙江“吴英集资诈骗案”的定罪量刑，对集资类涉众型金融犯罪的研究一度成为热门，尽
管大多数研究是从吴英的行为能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以及能否适用死刑进行论证，但其中也涉及了经济

刑法的一些基础性理念 [12]（P411-439）。而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市场经济的基础（比如自由、产权、企业
家精神）讨论“吴英集资诈骗案”的罪与罚 [13]（P35-36），经济刑法再度成为跨学科焦点话题。
回顾这一时期的经济刑法研究，研究主题不断变焦，研究内容日趋深入，每年有一定数量的专著问

世，反映出学界对经济刑法研究的执着。但相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经济刑法学关注热度，
本时期研究的活跃度有所降低，研究队伍也没有显著增加的迹象，有分量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仍属鲜

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刑法研究达到一定高度后，相应的学术拓展空间的难度增加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

回溯 40 年来经济刑法研究的历程，经济刑法研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择其要者，经济
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

（一）初步厘定了经济刑法的一批基础性概念

概念是学科发展的基石。经济犯罪是经济刑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经济犯罪概念虽然起始于官方，

但由于缺乏制定法的明确依据，公、检、法等官方机构对经济犯罪范围的认识并不一致¬。学界围绕着经

济刑法与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研究一直未停止过。时至今日，学界对经济犯罪应涵括的内容也形成了

一些共识，比如，经济刑法、经济犯罪与经济秩序保护有关；经济犯罪的前提是违反国家相关经济管理法

规；经济犯罪的概念应当体现与财产犯罪的区别，等等。在此基础上，学界大都认同应建构狭义的经济

刑法与经济犯罪概念。

循名责实，与经济刑法、经济犯罪的概念界定分不开的是经济刑法保护客体（法益）。传统的观点

认为，我国经济刑法保护的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由于市场经济秩序相对抽象，对经济犯罪

的认定缺乏实益，随着法益理论的兴起，在“集体法益”（超个人法益）概念的指导下，经济犯罪侵害法益

成为近年来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首先，经济刑法保护法益是集体法益成为理

论界的共识。其次，关于经济刑法保护法益的具体内容，存在着各种观点的聚讼。有学者强调经济刑法

对经济自由的保护 [14]（P56），也有学者提出，经济刑法发展应把传统的“秩序法益观”转化为“利益法益
观”[15]（P156），还有学者提出，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应当被界定为国家的经济利益 [16]（P42）。这些研
究深化了对经济犯罪本质的认识。此外，尽管法定犯、数额犯、情节犯、空白罪状、违法性认识错误等概

念是刑法学中的共通概念，但实际上这些概念也大多是围绕着经济刑法的规定而展开或“量身定制”的，

它们逐渐成为经济刑法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对这些概念的深入研究不但推动了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的发

展，而且也为普通刑法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经济刑法的立法原理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40 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我国经济刑法立法的趋势是“不断严密对经济犯罪处罚与预
防的刑事法网”[11]（P27）。在此过程中，经济刑法的立法原理（包括犯罪化的原则、评价，立法的技术，
规范特征）都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

¬ 尽管在 198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使用了“经济犯罪”这一概念，但当时所确定的经济犯罪范围并
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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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早期经济刑法研究的内容，学界提出了经济刑法的若干立法原则 [17]（P20）。在学者罗列的林
林总总的立法原则中，经济刑法立法的谦抑性（即少用或不用刑罚）和审慎性（即慎用刑事手段）成为

最重要的共识性原则。

经济刑法立法技术的焦点集中于对立法模式的选择。1997 年《刑法典》虽然将分散的经济刑法规
范集中统一纳入，但有不少学者并不认同，他们主张经济刑法应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提出应将较为常见、相对稳定的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中，而将那些“非典型”的或者变动性较大

的犯罪分散规定到相关的经济管理法中去 [18]（P4）。或者说，“集中是发展方向，散在为存在形态”[19]

（P10）。还有学者主张经济刑法应单独立法，认为“经济刑法是涉及多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其结果会
形成一部系统、贴实、针对性很强的专门规范经济犯罪的单行刑事法律。该法律性质是一种新形式的特

别刑法”[20]（P18）。
（三）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立场渐趋稳定

对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历来有宽缓主义、严格主义和折中主义三种不同的立场。从国家对经济犯

罪刑事政策的发展看，改革开放之初对经济犯罪主张严惩，强调对经济犯罪的司法惩治要从快、从严、从

重。但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初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单向性的“严打”刑事政策，学界大都主张应贯

彻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认为打击经济犯罪“要冷静地估计打击面大小的问题。既要纠正打击不力，也

要防止打击过头。要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适用刑罚的效果上来研究这个问题”[2]（P3）。1992 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学界普遍认识到“经济活动的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之确定具有较强的政

策性。如果界限过死，那么可能造成在遏止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也遏止了商品经济活动积极性；如

果界限过宽，那么在刺激商品经济参与者积极性的同时，必将刺激违法犯罪活动从而损害国民经济”[21]

（P33）。因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容错纠错机制一直是延续至今的经济刑法议题。
（四）法人犯罪的理论争议催生了单位犯罪的立法

20 世纪 80 年代初，法人犯罪否定说是刑法学的通说。在具有官方色彩的法学教材编辑部统编
的《刑法学》教材中，明确了犯罪只能是人有意识和有意志的行为，法人本身没有任何意识和意志，对

法人也无法适用刑罚，同时也可能使真正的犯罪分子逃脱处罚，而无辜者受牵连 [22]（P137）。早在改
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法人经济犯罪的问题，指出经济犯罪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 [1]

（P402）。理论界、实务界开始关注法人经济犯罪问题 [23]（P16）。随后，法人犯罪的研究成为刑法学研
究的焦点，并形成了法人犯罪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尖锐对立。如早在 1986 年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暨
北京市刑法学研究会联合召开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打击经济犯罪”专题研讨会上，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

体问题就成为一个主要议题 [2]（P2）。尽管普通刑法学中，法人犯罪否定说一度占主流 [24]（P80-83），
但经济刑法学的研究者大多持法人犯罪肯定说的立场。笔者 1989 年主编的《中国经济刑法学》将法人
经济犯罪作为一个重要章节，在介绍了法人犯罪理论争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追究法人犯罪的理论根据，

对法人犯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等也做了分析 [25]（P39）。1990 年陈兴良教授主编的《经济刑法学（总
论）》提出了法人犯罪立法完善的设想 [17]（P80）。法人经济犯罪研究推动了法人犯罪理论的不断深入，
法人犯罪肯定说逐渐成为主流。“随着 1997 年修订后《刑法典》对单位犯罪的全面承认，中国刑法已经
实质上完成了自然人一元主体到自然人与单位二元主体的嬗变。”[26]（P10）这其中，经济刑法理论的研
究和推动功不可没。

（五）经济刑法的规范适用研究为司法提供了依据

20 世纪 90 年代初，学界就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树立与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经济刑法观。其中，王作富教授主编的《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一书（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993 年版），对经济犯罪的定罪标准以及具体经济犯罪的认定做了与时俱进的分析。笔者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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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指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刑法面临着新的任务。市场经

济的发展使人们对经济行为性质的判断有了新的价值标准，一些传统的经济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也随

之发生变化，提出从“三个有利于”的高度看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当时，学界和实务界对“能

人犯罪”、科技活动中的罪与非罪界限的讨论也尤为深入，为经济刑法的适用提供了理论分析源泉。

同时，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经济刑法解释立场的特殊性。“一方面，经济刑法解释与传统刑法解释并

无本质区别，必须遵循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和规则，另一方面，经济刑法由于自身的规范特性使得其解

释与传统刑法解释也存在明显差异。”[27]（P24）早在 1986 年，高铭暄教授就提出，打击经济犯罪要把握
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这个本质问题 [2]（P2）。大多数学者赞同经济刑法领域的这种实质判断方法，认为
其“可以有效实现我国刑法社会保护及人权保障的目的”[28]（P58），即通过实质解释界定经济犯罪的社
会危害性，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29]（P44-87）。时至今日，这种实质分析的立场得到了进一
步的论证。如有学者明确指出，对经济犯罪的认定需要考虑规范目的以及实质上是否对法益造成侵害，

对一些概念不仅要做文义解释，也要考虑目的解释的影响，同时没有造成法益侵害的，也不应该认定为

犯罪 [30]（P2-7）。也有学者从法定犯的视角，探讨经济刑法适用中的刑民关系、刑行关系等问题，从违法
性切入，研究经济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 [31]（P8-10）。
（六）经济犯罪死刑的减少与废除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严峻的经济犯罪形势，立法不断加重经济犯罪的刑事责任以应对。其中，1982
年 3 月 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大幅度提高了几种常见经济犯
罪的法定刑，特别是增加了经济犯罪的死刑罪名。后来陆续颁布的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对经济犯罪法定

刑的设置也总体趋严。对经济犯罪死刑适用范围的扩大，理论界不乏否定的观点。不少学者主张应该废

除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因为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的等价观念，也很难起到预防犯罪的作

用，而且世界各国很少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17]（P141-145）。但 1997 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仍有 16 个
经济犯罪罪名设置了死刑。转折发生在 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一举取消了 13 个非暴力犯罪的
死刑，其中 9 个是经济犯罪的罪名；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取消了 5 个经济犯罪罪名的死刑。
至此，16 个经济犯罪死刑罪名已经取消了 14 个，仅仅保留了 2 个经济犯罪的死刑¬。经济犯罪死刑罪

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的发展历程，某种意义上是我国刑罚死刑制度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

的一个缩影，它折射出刑事政策的重大调整，这既是多年来学术界吁求的结果，也是经济刑法理论研究

的贡献。

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刑法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反映出 40 年来学界对经济刑法作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刑
法学发展的贡献与意义应当被充分肯定。但在褒扬上述成就的同时，站在学科发展以及国家重大需求的

高度来审视经济刑法学的发展，应该说经济刑法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经济刑法理论与现实需

求仍有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尚未建构起经济刑法总论的一般理论体系。40 年来的经济刑法研究
中，学者对现实中大量的经济刑法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形成了对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的初步认

知，但对于经济刑法基础性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缺乏深入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初，陈兴良教授主编了
《经济刑法学（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一书，该书分为“经济刑事立法”和“经济刑事
司法”两编，其内容不仅有实体法，还包括了程序法的内容，无疑是早期对经济刑法总论体系的一种有益

探索，阐发了经济刑法的基本图像。有学者据此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刑法体系已

¬ 现行《刑法典》中，第 141 条“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第 144 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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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逐步得以确立”[32]（P1）。但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显然过于乐观。今天看来，当时的探索仍然是初步的，
两编的内容比较宏观，其主要内容侧重于探讨经济刑事立法，缺乏教义学的深度。之后林林总总的经济

刑法学教材，总论的内容要么是普通刑法学总论的翻版，要么是一笔带过，重点落在具体经济犯罪的分

析，原创性和学术个性兼备的经济刑法学基础理论厚重之作阙如。正如陈兴良教授所指出的：“我国虽然

也存在对经济刑法的研究，但从总体上说，这种研究还是较为肤浅的，未能形成完整的经济刑法理论体

系。”[33]（P4）也正是因此，学界不乏有人提出：“经济刑法还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34]（P28）
二是过分依赖西方理论，未能充分凸显经济刑法学的中国特色。经济刑法学建构的基础是市场经

济。作为制度性的安排，各国市场经济都有共通性的问题需要提交经济刑法解决，由此，西方经济刑法

学的研究成果具有兼容性和可借鉴性。西方经济刑法学的概念、理论、方法的引入和借鉴，丰富了我国

经济刑法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对于我国经济刑法学学科的建立具有历史性的作用。我国经济刑法

学研究的兴起和兴盛，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西方经济刑法学移植而来的，但过度移植也引发了一些突出

的问题，比如没有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与经济刑法的作用以及市场机制/行政机制的特殊性
联系起来分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关于经济犯罪法律适用的司法实

践问题会产生许多全新的命题，如果研究者将其预设在传统的刑法理论框架中，以西方理论和经验为依

据探索‘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既得不出有效的结论，又因为牵强附会的论证反向造成原有概念、理论

的边界模糊与混乱。”[9]（P1）
三是许多重要基础理论问题仍浅尝辄止，缺乏深入探讨。应该说，学界已经意识到在经济刑法的发

展中，诸多重要问题需要理论突破，但多年来进展有限。关于经济领域犯罪化标准以及经济刑法的出罪

机制等，许多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被提出，但缺乏有影响力的成果，至今仍是学界的争论性话
题。又如，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经济刑法犯罪化趋势明显。在德国，“总是有新的犯罪构成被纳入刑法典

之中，这些新的犯罪构成不断地把经济活动的新形式评定为对社会有害的，日益将其置于严厉的刑罚之

下。直到今天，也看不出终止将刑法扩展到经济活动领域的迹象”[35]（P127）。面对经济刑法的大幅度
扩张和犯罪化的趋势，刑法学界一边倒地质疑上述发展趋势，但质疑的依据是普通刑法的发展趋势并非

立足于经济刑法本身发展的规律，说服力不强。事实上，学界并没有立足于经济刑法发展本身的特殊性，

特别是结合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建构的进程，科学评估经济刑法犯罪化的得失并消解相关质疑，因此无法

为经济刑法的犯罪化趋势提供理论支撑。

四是缺乏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研究视野较窄。经济刑法的理论探讨对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要求相

对较高，不仅需要传统的法学理论基础，同时还要对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有所体悟。既往的

研究在方法上，往往不注重经济刑法本身的特殊性，而是直接依据刑法的一般理论作为经济刑法研究的

出发点，甚至在体系上也存在对普通刑法学的刻意模仿。这种研究当然便当易行，却无法建构经济刑法

自己的体系。所以，有学者指出：“我国学者基本上仍是从传统刑法理论的角度对‘经济犯罪’或‘经济刑

法’进行定义和研究，甚至固守传统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强调经济犯罪着重进行法条适用分析论证是

否构成犯罪以及惩罚的必要性，而不能从犯罪学的角度进行犯罪原因、犯罪预防策略等分析。”[9]（P2）
既然冠以经济刑法，就需要有跨学科的维度，特别是借鉴经济学等学科的成果相互融合。刑法学界致力

于构建自己的“专业槽”，经济刑法学界跟随其后，对学科外尤其是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大多不闻不问，因

此经济刑法学研究成果并没有体现多少经济学的“基因”。例如，前述关于“吴英集资诈骗案”的罪与罚，

刑法学界的研究立足于诈骗的教义，经济学界则关注市场自由，各说各话，法学界认为经济学界的讨论

没有规范意识，而经济学界则认为法学界过于机械和教条，双方的讨论互相脱节，无法形成研究的合力。

五是经济刑法一般理论缺乏对实践的穿透力，影响有限。经济刑法学作为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学界

的研究也一直围绕着惩治经济犯罪的需要而展开，经济刑法学对具体经济犯罪的研究成果为惩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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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基础性的理论对立法和司法实务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发挥。如

改革开放以来，刑事立法不断收紧对经济犯罪处罚与预防的刑事法网，但“频繁地对有关经济犯罪规定

进行补充修改，也反映出我们对有些犯罪的预见性不足，对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一些经济犯罪产生

的原因、防范措施等的把握能力有待加强，有些修改补充往往是应急之需”[11]（P28）。这说明经济刑法
的发展并没有成熟的基础理论指导。又如，尽管学界对经济刑法法益有不少探讨，刑事司法中出罪的实

质解释也得到了认同，但在诸如“陆勇假药案”[36]“王力军非法经营玉米案”[37]等典型错案以及骗取贷款

罪等“口袋罪”的形成中，学界多年来所倡导的经济刑法实质解释的理论并没有在实务界得到普遍响应。

这固然与现阶段部分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机械执法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还

缺乏对现实的穿透力。

客观地讲，与 40 年来刑法学的整体发展相比，与 40 年来一些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相比，经济刑法
学的发展是缓慢的，且理论影响力有限。

四、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未来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前行，“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对经济领域犯

罪的有关规定做修改、补充仍将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11]（P28）。这既为经济刑法基础理论
研究提出了任务，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笔者以为，未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研究应在以下几个

方面着力。

（一）丰富经济刑法基础理论命题

40 年来，不断有学者从学科的精细化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等方面论证经济刑法的学科独立
性。虽然这些努力当然是可贵的，但学科的独立性不能简单地从传统刑法学的定型化的概念、工具出发，

需要开发和形成独立的分析工具，有自己独特的命题或者说有自己的“工具库”、知识系统，有自己的“构

件”。德国刑法学者认为，经济犯罪具有以下特点：经济犯罪的保护法益并非是个人法益，而是集体法益。

很多情况下的犯罪是所谓的特殊主体犯罪，只有某类人才能实施。经济犯罪中很多犯罪仅需引起抽象危

险，而无需实害或者具体危险。许多情况下无需故意，而仅需过失就可以构成。而且，“为了便于起诉，在

行为的早期阶段就将行为予以犯罪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33]（P311）。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经济刑法
的特点。为了彰显经济刑法本身的独立性，经济刑法至少可以在集体法益、法定犯（行政犯）、特殊的出

罪事由、单位犯罪等命题上深耕细作，形成一批反映经济刑法规范特征的基础命题。

（二）科学选择经济刑法的犯罪论体系

梳理出重要的命题、概念这些基本构件以后，这些命题还需要加以体系化，进行合理的架构。经济

刑法研究之所以缺乏大的影响力，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刑法的基础性概念尚未形成体系。犯罪论是刑法理

论的核心，是诸多概念的体系性安排。“没有明确、合乎逻辑安排的论证以及一个清楚的基本原理，就没

有科学的基础研究”[38]（P20）。犯罪论体系是采取“四要件”的传统构成模式还是引进德日刑法学阶层
论体系，刑法学界至今仍争议不断。不过，通过长达十余年的对德日刑法学中“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介

绍，部分学者据此批判和否定了传统“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尽管传统的“四要件”说仍为许多学者所坚

守，但“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的拥趸者也越来越多。不同的模式实际上反映出思维范式的不同。对经济

刑法总论的研究需建立在内容完备、体例清晰的犯罪论体系的基础上，这也就难以回避犯罪论体系的选

择。在笔者看来，“四要件”和“阶层论”并不需要争得你死我活，两者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同时存在并在竞

争中获得发展。“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是相对直观的平面式思考，这种思考模式对传统犯罪的分析具有

简单、直观的优势。但经济犯罪具有特殊性，似乎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更适合于经济刑法。首先，经济刑

法缺乏法定的犯罪阻却事由，出罪事由天然不足。而在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中，犯罪阻却事由具有一定

的开放性，刑事政策的需要等都可以成为行为的出罪依据。其次，在责任层面，经济犯罪的认定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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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由于经济犯罪的大量主体是法人单位，在美国，对经济犯罪大量采用严格责任、代理责任和企

业责任等“客观主义”的责任原则 [39]（P14）。在我国，传统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责任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
经济犯罪，值得进一步研究。特别是随着刑事合规制度的推行，传统的责任原则正受到冲击。此外，经济

犯罪由于法定犯居多，传统的“四要件”刑法理论在故意成立的要素中，对违法性认识持否定的态度。但

“就经济刑法之‘技术性的’法规范而言，唯有对规范有认识，才能感受合规范行为之召唤；整体而言，经

济刑法对普通刑法错误学说之发展，造成决定性之影响”[40]（P78）。不过，阶层论的犯罪论体系被贴上
了晦涩难懂的标签，让人望而生畏，学界的任务是需要在“阶层论”的内在逻辑与司法人员的理解之间搭

建便捷的沟通桥梁。

（三）辩证分析经济刑法逆“非犯罪化”趋势

在当代中国经济刑法发展中形成的犯罪化趋势，是新时代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在特定历史时期

内，非犯罪化曾被视为现代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但晚近以来，与刑法整体的非犯罪化趋势不同，刑法

尤其是经济刑法逆非犯罪化的趋势明显 [38]（P35）。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经济刑法的犯罪化趋势持批判的负面评价态度。如有德国学者指出：“在经济刑

法领域立法活动的特定基本原则已经弱化。”[41]（P381）我国也有学者旗帜鲜明地主张国家立法机关应
该停止“犯罪化作业”[42]（P108）。
但也有不少学者对经济刑法的犯罪化持肯定的态度。经济刑法虽然是刑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

经济刑法也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其与普通刑法犯罪化的机制并不完全相同，我们要站在经济刑法本身

的发展视角理解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问题。况且，对刑法而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本身就是动态发展的。

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化、互联网日益嵌入经济生活的运行机制中，经济领域的失范现象增多，对经济
秩序的维护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经济犯罪披上了“互联网 +”的外衣，模糊了罪与非罪的界限。面对新
经济业态出现的种种失范现象，经济刑法虽然不能冲锋在前，但在需要之时也不能视而不见。一些学者

尽管对经济刑法的犯罪化趋势持批判和怀疑态度，但也无奈地发现，质疑不会阻碍这些领域的进一步扩

张——犯罪化将会作为优化违反秩序之行为方式的拿手工具，从趋势看，国家仍将会强化而不是遏制经
济刑法和金融刑法的扩张 [41]（P382）。

当然，在经济刑法犯罪化的趋势中如何既把握“度”，又同时关照非犯罪化的需要，仍需进一步研究。

西方国家的经济刑法构建在传统的自由竞争基础上，犯罪化实际上是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拾遗补阙，体

现出犯罪化进程中的单向性“加法”。我国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是管制，

经济刑法是市场管制的后盾。在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中，我们应当思考，传统的某种管制是否已经阻碍市

场改革的进程？管制是否需要刑法作为后盾？这就需要在经济刑法犯罪化的进程中同时做“减法”，对不

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不能让过时的法律条款成为改革的“绊马索”。换句

话说，我国经济刑法的发展不仅承担着犯罪化的任务，也承担着非犯罪化的任务，其不应该是单向性的

犯罪化或者非犯罪化。

（四）发展经济刑法规范解释的方法

刑法的解释是晚近以来刑法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刑法体系是概念的有序集合，但任何概念都具有

一定的相对性，都不会是圆满的。除了有共识性的核心内涵外，也存在难以定义的边缘和缝隙。如果不

能处理好这些边缘和缝隙，经济刑法的司法适用就可能导致其与规范的初衷背离。经济刑法的正确适

用，离不开正确解释的引导。应当肯定，影响刑法解释的因素很多，立法的意图、文字本身的张力、社会

当下的需要等，所以形成了各种解释方法。面对多重的解释方法，学界并未形成共识性的刑法解释逻辑。

首先，经济刑法的实质解释限度在何处？学界并不反对经济刑法的实质解释。因为选择某种确定的

规范解释，是由它可以最好地实现规范适用者（立法者）的目的决定的 [38]（P70）。我国学者也明确提



孙国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述评 · 115 ·

出，在经济犯罪的规范解释中，应当注重对经济犯罪规范进行刑法价值上的独立判断。“当某种经济不法

行为不具有经济犯罪规范所指向的特定的社会危害性而刑法条文在字面上能够将该种行为包含在其中

时，规范的实质内容应当优先”[43]（P58）。不过，也有学者基于对企业家、商人刑事风险的担心，认为不
允许而且也不应当通过刑事司法从根本上加以限制，只要其中没有包含应当加以干涉的欺骗或者第三

者的强制，当出现新的保护和改革必要性时，只能通过对现行法定犯罪构成的解释或者规定新的犯罪构

成来解决。“然而，对现行刑法过度广泛的解释，危害了对经济生活有根本意义的法律的可预期性。”[44]

（P169）
其次，经济刑法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经济刑法的解释也需要有跨学科的思维。传统犯罪的研究与心

理学、犯罪学等学科联系紧密，但经济刑法中的犯罪行为研究（比如逃税、商标侵权等），需要从其他学

科中汲取营养 [45]（P1）。海关、金融、税收等一系列经济运行的制度，对经济刑法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经济刑法中的概念是否完全受制于前置性的行政法规，尚值得探讨。形式上相同的概念由于不同

法律规制目的的不同，采取同一解释，有可能拓展刑法的干预空间，造成因行政权扩张而导致的刑法干

预范围过罪化风险 [46]（P71）。
再则，对于开放性的规范（例如兜底性的条文），刑法的解释应该谨慎和严格。在德国，宪法法院一

方面肯定立法机关可以使用简单的方式，即通过制定开放、概括的犯罪，让司法机关找寻合宪的解释。这

就使立法机关的权力向司法机关转移，使后者成为准立法机关。另一方面又要求，法律语词的解释尤其

是涉及刑法时，必须非常严格，法学理论有义务通过确保非常准确的解释来限制对犯罪要素可能的宽泛

理解 [33]（P312）。由此，撇开刑法解释的一般逻辑，经济刑法的解释能否发展成经济刑法独特的解释方
法，需要进一步论证。

（五）构建有效的经济犯罪刑罚体系

刑罚体系源于刑罚目的。如果说对于自然犯，刑罚目的主要是报应，预防只是刑罚正当性的附加目

的，那么对于经济犯罪的刑罚目的，则主要是为了预防，而且主要是一般预防而不是特殊预防。经济犯

罪的刑罚体系如何构建？现代刑罚体系以自由刑为核心，也正因为自由属于公民的核心价值所在，所以

自由刑的设定受到严格的限定。现代各国对经济犯罪采取的刑事责任方法呈多元化的趋势，包括刑罚方

法、保安处分以及行政处罚三类，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以自由刑为主导的新的刑事责任方法体系。

在我国经济刑法对经济犯罪所规定的刑罚体系中，一向是以自由刑为主，以财产刑为辅。在现行

《刑法典》第三章规定的 107 个罪名中，法定最高刑分别为：死刑的 2 个；无期徒刑的 30 个；15 年有期
徒刑的 15 个；10 年有期徒刑的 17 个；7 年有期徒刑的 24 个；5 年有期徒刑的 8 个；3 年有期徒刑的 9
个；2 年有期徒刑的 2 个。法定最高刑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 96 个，占了全部 107 个
罪名的近 90%。在形式上，107 个罪名中有 57 个罪名的法定最低刑是罚金，占了全部罪名的 53%。但
罚金仅仅是与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列的选择适用的刑罚，现实中鲜见有单科罚金的处理。经济刑法

规定的所有经济犯罪，都把有期徒刑作为选择适用的主刑，财产刑只是一种附加刑。我国学者指出：现

行《刑法》对经济犯罪仍然处罚偏重。经济犯罪的刑罚常常与财产犯罪类比，“财产犯罪是自然犯，财产

取得直接；经济犯罪是通过经济行为实现，通过交易行为获得同样所得数额的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要小

于财产犯罪，这种认识今后会继续深化并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以体现”[47]（P11）。这种为了预防
利益而用严厉刑罚来威吓的处理方式，其刑罚的正当性何在？确实值得深思。

此外，我国刑法针对特定的犯罪设定了特殊的量刑情节，例如，《刑法》第 383 条和第 390 条都规
定了贪污贿赂犯罪中的特殊从宽情节，这对于反腐败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起到了积极作用。经

济犯罪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司法解释及刑事政策中也有一些从宽的规定，但没有提升为法定的量刑情

节。经济刑法的完善，是否可以考虑增设一些特殊的针对经济犯罪的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事由，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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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学者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

（六）积累中国经济刑法学的理论自信

如前所述，尽管我国经济刑法研究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积累，但大多数成果都是在借鉴和吸收

国外经济刑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处理好消化吸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

经济刑法的一些基础性理论，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普遍价值和意义，与我国经济刑法的建构具有兼容

性。“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刑法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48]（P24），当下经济刑法的理论研究仍需要重视
和追踪国外经济刑法理论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的建构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理论。经济刑法基础理论需要

回应的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些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要辨识西方经济刑

法理论中那些与我国社会不兼容的内容。在比较研究中，应该在对国外经济刑法理论的分析中，找出这

些理论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并明辨其是否存在特殊性。同时，即使是具体的概念和内涵，仍离不开价值

立场的选择。毕竟“法律制度是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不仅本身是由一系列有着特定功能和特定结构

的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而且还受到特定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传统等因素的深刻影响”[49]

（P324）。同样，经济刑法的理论，也只有依附于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才具有合理性。马克昌教
授在展望 21 世纪刑法学研究时，曾提出对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认为“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理论是刑法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50]（P65）。今天的中青年学者，其学
术资源和学术视野已经大为拓展。随着研究的深化，在借鉴西方经济刑法理论和反思以往成果的基础

上，如何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分析和解释经济刑法中的中国问题，彰显经济刑法学研究

的中国特色，树立中国经济刑法研究的学术自信，将成为中国经济刑法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我国经济刑法学发展的一个“天然富矿”，因为中

国在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市场成熟度、交易信用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差

异很大，这也成为我国经济刑法学区别于西方经济刑法学的制度基础。在传统的经济刑法研究中，许多

学者强调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反对国家通过法律对经济自由进行不必要的干预，认为经济刑法“应该就

整个经济生活秩序与经济活动做全面的考虑，不可只考量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而导致其妨碍自由企业精

神与自由竞业的经济结构”[51]（P102）。诚然，经济领域中强调私有财产的保护和经济自由竞争是必要
的，但自发的无序的竞争可能“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吞噬的

凶猛野兽”[52]（P62-63）。所以，“即使是市场经济，也离不开经济调控”[53]（P119）。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语境，说明“中国既不同于西方国家过分强调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只

依靠计划这只有形之手，而是在完善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政府与市场双管齐

下、互为补充。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不一样，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主要表现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政府这

只看得见的手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54]（P128）正是基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一方面，中国的经济
刑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刑法有着共同的任务，承担着维护有效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职能；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治理机制、治理手段与西方社会不完全相同，政府提供市场主体无法解决的大量

公共产品，中国政府是“有为的政府”，反映到经济刑法上就是，经济刑法的立法理念、保护法益和规制

内容与西方国家也有差别，有着自己的内生性问题，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刑法的理论难免“南橘北枳”。在

此意义上，寻求中国经济刑法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应关系，回应经济改革中提出的经济刑法问

题，是中国经济刑法学术探索的动力和发展方向。

复盘近 40 年经济刑法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改革开放是开启经济刑法理论研究的钥匙，经济刑法的
理论基础是“舶来品”。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经济刑法学科建设从无到有，经济刑法研究成果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爆发式增长到近年来的平稳发展、渐趋深入，成为 40 年来刑法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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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点，也为刑法理论的整体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本文对经济刑法发展的各种梳理以及展望，只是大致勾勒了经济刑法发展的简明轮廓，难免挂一漏万。

回顾既往是为了展望未来，一方面，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尚

有广阔的领域需要开垦；另一方面，经济刑法学作为发展较早的刑法学分支学科，已经有了明确的研究

对象，其研究问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也渐趋清晰。经济刑法应该成为新时代刑法理论研究重点关照

的对象，在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理论体系的积极建构。假以时日，通过学界的不懈努力，经

济刑法学必将以成熟的形态跻身为重要的法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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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Basic Theory of Economic Criminal Law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Sun Guoxiang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given birth to economic criminal law,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criminal law theory. A review of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academic accumulation of economic
criminal law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enables us to see its beginning, prosperity and continuous evolution. While
recognizing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economic criminal law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face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basic theory of economic criminal law, such as the lack of self-reliance and academic identification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economic criminal law should b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study of
criminal law,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plantation of foreign legal theory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onstructing the fundamental thesis, and forming a clear knowledge system of economic criminal
law.

Key words economic criminal law; economic crime; collective legal theory; basic legal theory of crim-
inal law; the New Era; reform and open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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